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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修復式司法最主要的目的是要使犯罪的加害人、被害人及社區都能從犯罪事件

的傷害中走出陰霾，療傷止痛，回歸正常（Braithwaite et al., 2012; Umbreit & Armour, 

2011）。部分學者以及女性主義倡議者對於修復式司法應用在家庭暴力案件仍存在

諸多質疑。其中被害人的人身安全是他們首要質疑的地方。他們認為被害人可能會

因權力失衡而導致不利處境，此外部分加害人可能會利用此一非正式程序淡化自身

的暴力行為，或將責難轉移至被害人身上，這些疑慮在正式的刑事司法過程中是較

不易發生的（Daly, 2006）。雖然修復式司法運用在家暴案件上存在一定的挑戰與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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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然而若經由適當的個案篩選以及完善的風險評估，其效益仍是值得肯定的。本

文提出西歐國家修復式司法在家暴案件中的執行現況與流程，以供實務或政策規畫

之參考，文末並提出五項具體建議： 

（一）採行全國統一的認證制度及在職訓練 

（二）建立具一致性的篩選機制與標準作業流程 

（三）建立各階段危險評估量表 

（四）提升處理知能與專業 

（五）針對家庭暴力案件之調解協商與後續處遇進行整體規劃。 

 

 

關鍵字：修復式司法、家庭暴力、調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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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torative Justice in Domestic Violence Cases: 
Examples from Countries in Western Coun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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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storative justice, an alternative justice model, is designed to repair the harms caused 

by crime by bringing offenders, victims, and community together. The process of such 

justice focuses on healing and its goal is to help all parties involved to recover from the 

harms (Braithwaite et al., 2012; Umbreit & Armour, 2011). It is noted that some scholars 

and feminists have questioned the worth of applying restorative justice to domestic 

violence cases. Their primary concern being the safety of the victims, they focus on the 

nature, in domestic violence, of power imbalance, which to their minds easily leads to 

disadvantageous situations for victims. In such a view, violent offenders often use the 

informal process of restorative justice to trivialize violent behavior, or to shift the blame to 

victims, which would be less of a concern in the formal criminal justice process (Daly, 

2006). This paper describes how Western European countries are currently applying 

restorative justice to domestic violence cases. Special guidelines and risk assessment tools 

among these countries are highlighted. Although controversies and challenges exist in using 

restorative justice to domestic violence cases, there are potential benefits if staff, prior to 

entering the process, follow appropriate guidelines for risk assessment and prudently screen 

cases. The following suggestions are proposed at the end of the paper: (1) adoption of a 

nationwide uniform certification system, as well as on the job training; (2) establishment of 

consistent screening guidelines for practitioners; (3) creation of risk assessment tools at 

various stages; (4) enhancement of relevant knowledge and professionalism; (5) integration 

of mediation with follow-up treat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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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修復式司法最主要的目的是要使犯罪的加害人、被害人及社區都能從犯罪事件

的傷害中走出陰霾，療傷止痛，回歸正常。其提供了對於犯罪的另一種思維，相較

於傳統的司法中被害人、犯罪人以及社區處於較被動的角色，修復式司法是以人為

導向，讓受犯罪所影響的人能有機會藉由主動積極地參與，共同解決衝突，弭平傷

痛。 

修復式司法的原始精神係以被害人的需要為首要考量，在考量個案是否適用修

復式司法時，須先考量並判別加害人是否為真心道歉，若發現加害人僅係藉由操控

情境或掩飾罪行的手段來獲取減刑及同情，實際並無悔悟及修復的誠意，則不宜進

行修復式司法。此外，修復式司法應注意勿讓被害人處於必須接受加害人道歉或原

諒加害人的壓力與社會期待中，以尊重被害人的決定（Umbreit & Armour, 2011）。 

修復式司法是一種人性化的調解協商，以對話或修復關係為重心，調解人員在

與當事人見面調解協商之前，通常與雙方當事人至少分別舉行一次面對面的晤談。

聆聽其陳述並瞭解雙方的期待，讓雙方當事人在會面協商前能有充足的心理準備，

使期待與現實趨近一致，並於稍後與對方進行直接對話時能有安全感，不致感到害

怕（Daly, 2006; 2007）。現有文獻顯示，相較於經歷傳統司法的加害人與被害人，經

歷修復式司法的加害人與被害人有較正向的司法經驗與感受（Umbreit & Armour, 

2011）。 

修復式司法在實務上有三種較常使用的執行方式，一為被害人與加害人的調解

協商（victim-offender mediation），此種調解包含被害人、加害人及受過訓練的協商

員共同參與會談；二為家庭團體會議（family group conferencing），其係由經過訓練

的修復促進者邀集家庭成員、朋友及司法相關人員展開對話（Braithwaite et al., 2013; 

Pranis, 2002）；三為和平促進圈（peacemaking circle），此一執行方式係由加拿大與

美國原住民社會所衍生出來的處遇方式，其目標與前述二種方式類似，但此一方式

的社區成員在對談中佔有很重要角色，除了被害人與加害人可形成和平促進圈之外，

社區的成員亦可形成和平促進圈，並就案件發表意見及提出對被害人的處遇建議

（McCold, 2006）。 

雖然修復式司法之執行方式或有不同，但一般而言大都含蓋了下列要項：首先，

加害人必須坦承其犯行且願意承擔責任，修復式司法的結果無法作為審判或仲裁的

事實，僅能提供法官審前考量以及審判時處刑的參考。其次，加害人通常會與被害

人或被害人代表在修復促進者或社區代表的陪同下進行面對面的會談。此外，修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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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司法的目標，在於讓加害人為其自身犯行負起責任，彌補對被害人所造成之傷害，

並避免加害人再犯，使其復歸社會（Daly, 2007）。 

貳、修復式司法在實際運作上的成效評估 

修復式司法的處遇大都應用於青少年的案件，此一年齡層的加害人相較於成年

人一般認為較容易被教化，因而修復式司法應用在青少年案件較無爭議。 

歐美各國對於修復式司法之成效評估主要分為下列四項：第一項為再犯率之評

估，檢視加害人參與及未參與修復式司法之再犯率差異。第二項為被害人與加害人

對參與修復式司法之滿意度，第三項為一般民眾對於修復式司法之觀感，最後一項

為比較評估修復式司法與傳統刑事司法或其他替代方案之成本效益 （Weatherburn 

& Macadam., 2013）。 

修復式司法處遇對於再犯率之相關研究，其結果並非完全一致，例如 Little 與

其同事（2015）在澳洲針對青少年所作的研究發現，青少年若參加修復式司法之團

體會議（conferencing），其再犯率相較於參與傳統刑事司法處遇之青少年明顯減少。

Sherman與Strang（2007）以及Latimer, Dowden, & Muise（2005）也發現，參與修

復式司法處遇有助於降低再犯率。然而，有部分研究並未發現兩者間的再犯率有顯

著差異（如Hayes, 2007; Ptacek & Frederick, 2009）。 

至於被害人與加害人對於修復式司法之滿意度部分，研究結果則相當一致。一

般而言，參與修復式司法處遇之被害人，其滿意度較參與傳統刑事司法程序者高。

他們認為修復式司法處遇賦予被害人許多傳統刑事司法所無法賦予的權力，例如他

們得為自己發聲，並有機會與加害人進行對談，以了解犯罪事件之原委。就加害人

而言，在修復式司法處遇下，加害人有機會聆聽瞭解被害人所受的傷痛，並得以重

新反思自己的犯行，進而對被害人負起應盡的責任（Miller & Hefner, 2015）。 

有關民眾對修復式司法的觀感方面，Lee（2009）在香港以問卷調查方式，試

圖了解民眾是否支持修復式司法運用於青少年刑事案件，發現有近九成的香港民眾

表示支持。另外，英國監獄改革基金會（Prison Reform Trust）於2011年在英國所

進行的研究亦發現，一般民眾對於修復式司法要求加害人執行社區服務，以及賦予

被害人陳述其因犯罪事件所造成的傷害，表示高度支持。 

就現有文獻發現，修復式司法除了成本較為低廉外，整體效益的表現亦優於傳

統刑事司法（Shapland et.al., 2008）。Webber在其2012年之研究中作了一個非常完

整的效益評估，其分析比較澳洲青少年參與修復式司法處遇與傳統刑事司法程序兩

種方式之差異，結果發現青少年參與修復式司法團體會議之平均成本較參與傳統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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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法庭者，每人平均花費低了約 1,000 澳幣，據此，他認為若能將修復式司法處遇

運用於青少年的刑事案件中，將可降低成本並產生莫大效益。 

參、修復式司法運用於家暴及性犯罪案件之成效評估 

有關修復式司法運用於家暴案件成效評估的研究目前尚不多，相關文獻多為討

論修復式司法是否適合運用於家暴案件中，以及在修復過程所可能面臨的風險與挑

戰。Loeffler與其同事（2010）比較男性家庭暴力加害者參加與未參加修復式司法處

遇之差異，該研究中將修復式司法處遇方案定位於幫助加害人明瞭自身的犯罪行為

是應受譴責的。研究結果顯示，參加修復式司法處遇的加害者，其自尊與同理心在

處遇後均獲得提升。換言之，若能讓家暴案件加害者意識到自身犯行之錯誤，並願

意勇於承擔責任，將有助於其日後行為的改善與自尊心和同理心的建立。 

Marsh 和Wager（2015）透過網路問卷針對 121 位英國社區民眾進行調查，受

試者中有40位是曾經遭受性暴力的被害人，其研究結果發現施測樣本內不管其身分

是否曾為被害人，都一致對於性暴力案件中使用修復式司法保持正向態度。超過80%

受試者對於修復式司法提供被害人多一項選擇機會以及被害人能與加害人進行調解

會議給予肯定。另外，亦有超過 80%受試者認為，若能讓被害人藉由書信聯繫等間

接方式詢問，進而了解加害人之犯案動機與想法，將有助於被害人從犯罪傷痛中復

原。Miller 和 Hefner（2015）認為修復式司法處遇對於性犯罪及親密暴力犯罪的被

害人更能提供程序正義，因為此類被害人在傳統刑事司法中經常是沈默的，他們有

時也可能遭受他人異樣的眼光，認為被害是自己造成的。修復式司法的處遇有別於

傳統刑事司法，其係以被害人為中心，強調賦予被害人尊嚴，並提供充足的機會讓

被害人參與及分享其感受，因而更能令被害人感受到尊重與正義。 

一般傳統的認知與思維認為，讓性暴力案件被害人參與調解過程可能會撩起其

過去被害的痛苦記憶而導致二度傷害，但經由上述歐美的研究可以得知，修復式司

法處遇對於某些被害人而言並不一定全是負面的，其可讓被害人了解案件原委及加

害人當時的犯案動機，進而為自己發聲，這些過程不僅幫助被害人紓解情緒，使其

逐漸走出被害的傷痛，也可讓被害人感受到程序正義。因而修復式司法對於某些被

害人而言不啻是一個新的選項。 

台灣針對性暴力及家暴案件使用修復式司法處遇的實證研究並不多，王玲琇

（2013）曾針對 10位婚姻受暴婦女進行深入訪談以瞭解其對修復式司法處遇的觀感

和見解。她發現受暴婦女對於傳統刑事司法程序感到畏懼，甚至覺得傳統司法程序

遙不可及，無法真正貼近他們的實際生活。部分受訪對象表示，修復式司法提供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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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另一種新的選擇，透過調解人員他們可以與加害人展開對話。當事人雙方經由有

效的溝通可幫助解決問題及平復傷痛，並得以重整生活秩序及舒緩緊張的家庭關係。

受訪者指出，修復式司法提供了一個讓同一家庭內加害人和被害人充分對話的機會，

被害人可以為自己發聲，抒解傷痛的情緒，加害人也可能因為了解被害人的想法及

其所受傷害而啟動改變的決心。由上述的中外研究顯示，家暴案件並非全然是一場

零和的賽局，在家暴案件中若能適當的運用修復式司法是有可能創造雙嬴的局面。 

依前述有關修復式司法的相關研究可以瞭解，適當運用修復式司法確可帶來正

向的效益。Daly 和 Stubbs（2006）指出修復式司法具有諸多優點，包括讓被害人

有機會為自身的被害經歷發聲，讓大家得以了解其內心感受。修復式司法亦可賦予

被害人權力，使其得以與加害人面對面對話，並有機會實際參與決策過程。另被害

人也可藉由其陳述讓他人了解，被害人不必因為其自身的被害而遭受責難。上述這

些優點都是傳統刑事司法程序所無法達到的。此外，修復式司法的處遇過程提供了

一個較具彈性的溝通管道，有些親密關係暴力案件之被害人考量維繫家庭完整及小

孩監護權等因素而不希望與加害人完全切斷關係或結束婚姻，修復式司法相較於傳

統的刑事司法體系提供了更具彈性的解決方法，對於被害人而言，其所承受之心理

壓力相對減輕。再者，在修復式司法的處遇過程中，雙方當事人若仍有意維持彼此

的關係，也預留了修補關係的空間與機會。 

雖然修復式司法具備上述潛在的優點，可是有些學者以及女性主義倡議者對於

修復式司法應用在家庭暴力案件仍存在諸多質疑。其中被害人的人身安全是他們首

要質疑的地方。因為修復式司法是一個非正式的程序，可能導致被害人持續處於暴

力危害的風險下，也可能因權力失衡而導致不利的處境，有些具有家暴前科的加害

人可能會運用修復式司法之程序來控制被害人，或利用此一非正式程序淡化自身的

暴力行為，或將責難移轉至被害人身上。這些疑慮在正式的刑事司法程序中是較不

易發生的。此外，因文化差異，部分家暴案件的被害人可能會基於社會期待而被迫

接受人調解協商結果，例如：即便加害人並非真心誠意地悔悟，被害人也會在家族

及社會認為妻子有責任維繫家庭和諧的壓力下接受當事人的道歉。另部分學者認為，

修復式司法實際上對於加害人的行為，其改變是有限的，面對面的調解協商亦不見

得能即刻改變加害人的暴力本質，其通常仍需要輔以一些有效的方案或處遇治療課

程，才能使暴力的行為獲得實質的改善（Daly,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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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西歐國家在修復式司法與家暴案件的相關立法 

在西歐，英國於 2013年通過犯罪與法院法（Crime and Courts Act 2013），根據

該法規定，法院得將修復式司法調解的結果作為量刑參考。荷蘭於刑事訴訟法中增

訂條文，賦予調解之法律正當性，明訂公訴檢察官得安排通知被害人與加害人在訴

訟開始階段進行調解。丹麥於2010年也立法規範，將被害人與加害人之調解納入司

法程序中。相較於上述國家，芬蘭立法規範修復式司法的時間更早，其於2006年即

於刑法及特定民事法規中訂定調解的相關規定。而希臘亦於 2007年在刑法中制訂關

於家暴案件的調解程序。不過，若要論先驅，奧地利於 2000年已將包含家暴案件之

修復式司法程序規範於刑事訴訟法中（Drost et al., 2015）。 

伍、案件符合進行修復式司法的要件 

依大部分歐洲國家之司法體系，修復式司法處遇主要係經由公訴檢察官及警察

轉介，如奧地利即規定被害人及加害人不能主動申請調解程序。惟亦有部分國家規

定可由當事人或特定人申請，如英國當事人在訴訟過程中的某些階段可申請進行調

解，希臘除可經由檢察官或法官轉介外，被告也可主動提出申請進行修復式司法處

遇。芬蘭的家暴案件必須由檢察官或警察轉介始可進行，惟被害人保護協會或觀護

人亦可參與協助（Drost et al., 2015）。 

陸、西歐國家修復式司法在家暴案件中的執行現況 

修復式司法案件原則上由男性及女性合組團隊處理，如芬蘭、奧地利即屬之，

英國鼓勵男性及女性調解員共同處理案件，惟被害人有權選擇由男性或是女性處理。

此外，亦有由單一調解員處理者，如荷蘭、希臘及丹麥多由一位調解員經手一個案

件，且原則是由資深的調解員處理（Drost et al., 2015）。 

在奧地利、荷蘭、希臘及英國，協談員必須具備一定的專業背景，並受過家暴

案件之調解協商訓練。荷蘭被害人與加害人的調解必須經由認證之專業協談師主持；

奧地利的協談師通常是由經過專業訓練的社工師、律師或心理師擔任，訓練課程包

含超過兩百堂以上的理論課程及36次以上的調解協商實際經驗；英國專業協商師必

須經過家庭暴力或性別暴力等之專業訓練；希臘協談員則須接受家庭諮商師所施訓

練；芬蘭有90位專業諮商員與超過 1,000位素人諮商員，素人諮商員必須經過修復

式司法之訓練以及為期 6天針對家暴案件處理之特別訓練（Drost et.al.,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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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復式司法應用於家庭暴力案件在西歐國家已行之有年，若干國家並已創建出

一些具特色的經典作為，例如奧地利 Neustart 機構針對家暴案件之執行及處理規劃

特定程序，其中較特殊者為“Mixed Double”與“Mirror of Story”。“Mixed Double”係指

由調解員與當事人（即加害人與被害人）在不同的空間中同時舉行個別會談，在這

個獨立會談之後，雙方當事人及其個別的調解員會同時參與調解會議。該會議中最

主要的元素即是“Mirror of Story”，“Mirror of Story”係屬專業性的調解，其中包含“認

可”與“賦權”兩個原則。會議開始時，由兩位協談員面對面進行調解，其所代表之雙

方當事人坐在各自的協談員旁，由協談員將先前獨立會談中所聽聞當事人之陳述、

心理感受及該事件對當事人所產生之影響與傷害等告知對方，亦即先由協談員來反

映先前會談中當事人的想法。雙方當事人被要求僅能仔細聆聽，在協談員完整陳述

後，當事人才能開始評論或修正協談員方才所表示之內容或補充其個人想法，接著

由雙方當事人進行彼此意見的交換，當事人亦可在此時表達個人感受與期待。 

希臘的檢察官得檢視業管家暴案件協談之可行性，並在徵詢被害人與加害人意

見後，將親密伴侶雙方轉介至機構進行協談。男性加害人一般轉介至特定機構，檢

察官會通知該機構內的社工師或心理師跟個案進行面談，每半個月會談 3至 5次，

經過三年觀察期，若個案已完成當初協商所同意履行之義務，並完成相關諮商流程，

法院會審酌該修復式司法程序之完成而將該案件終止（Drost et.al., 2015）。 

柒、西歐家庭暴力案件進行修復式司法處遇之流程 

西歐國家包含奧地利、希臘、英國、荷蘭、芬蘭及丹麥等國於 2016年開會研議，

制定運用修復式司法於家暴案件之作業流程（Restorative justice and domestic violence: 

A guide for practitioners, 2016），概述如下： 

一、轉入階段（Offer） 

當家暴案件經由篩選進入修復式司法程序後，通常會由兩位資深且經過專業訓

練的協談員共同負責，兩位協談員必須了解雙方當事人過去和現在的關係及雙方關

係對於修復過程的影響。相關工作人員亦須了解家暴案件之敏感性與複雜性，並體

認家暴案件需要較長的時間與過程進行調解協商。協談員對當事人進行修復式司法

程序時必須取得當事人的同意，除了要讓雙方當事人清楚了解協談過程，還必須讓

當事人了解自己可以有哪些選擇。協談員對於會議結果的期待必須切合實際情況，

不得在事前輕易向任何一方作出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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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準備階段（Preparation） 

此一階段係確保修復式司法過程得以安全進行的重要階段。在有些案例中，準

備階段會與轉入階段相結合。協談員在此一階段必須針對案件進行研析，且必須單

獨與加害人及被害人面談，並和調解協談過程中所可能參與的人員（例如雙方親友

或社工）進行溝通，幫助他們了解協談過程，以利協談進行。此一階段含括下述基

本事項： 

1. 協談員必須與可能參與協談的人員面對面接觸。 

2. 評估被害人在會議中或會議結束後是否有再次遭受危害的可能。 

3. 就協談程序作出具體陳述，以確保期待能符合現實狀況。 

4. 必須在協談開始前，確認參與的雙方均知情，且經雙方同意。 

5. 讓參與者有機會陳訴該事件對於雙方關係的影響以及對未來的需求。 

三、危險評估階段（Risk Assessment） 

在正式調解協商的準備階段一般都會關注被害人的安全，並進行危險評估。危

險評估應考慮的因素有下列幾點： 

1. 觀察加害人在接受風險管理後是否能夠控制再犯的發生？ 

2. 很多案例顯示，風險在評估時可能已經存在，但須注意這些風險是否會持續

或甚至加劇。 

3. 危險具多元性，且在過程中隨時都會產生變化，因而危險的評估必須具有足

夠的彈性，以因應隨時會發生的改變。 

4. 進行危險評估時發現個案有下列情事者亦應提高警覺： 

(1) 有心理、情感及身體健康的問題。 

(2) 有自我傷害的傾向或自述有自殺的意念。 

(3) 存在不安全感及自責情形。 

(4) 有權力不對等的情況，例如威嚇、責難、毀譽等。 

5. 隱私遭受侵害。 

6. 可能引發傷害的司法程序正在進行中，例如法庭的訴訟及保護令執行等。 

7. 其他相關人員的危險亦應列入評估並加以注意，例如家中的小孩、老人等。 

8. 建議製作書面的危險評估報告，並記錄案件發展中任何能作為評估決策之事

實（Drost et al.,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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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意見交流會議（Exchange） 

意見交流可透過直接或間接管道，主要目的在於討論協談進度與成效，並了解

協談參與者的感受與需求。在此一階段，協談者應注意參與者之行為，觀察其言行

是否釋放出任何可能導致危害的訊號，例如：被害人是否有再次受害的風險或有遭

受恐嚇之情事等。在交流過程當中，協談者必須對雙方當事人秉持客觀中立的態度

與立場，不可對當事人妄加評斷或有偏頗情事。 

五、後續追蹤階段（Follow-up） 

若雙方當事人達成書面協議，應確認雙方當事人是否履行承諾。協談員必須設

定一段觀察期，以確認執行情形。此外，協談員必須與相關機構（如警察局、法院

或社政單位等）共同合作，隨時更新當事人的危險評估狀況，以共同保護當事人安

全。 

六、訓練及督導階段（Training & Supervision） 

對於執行家暴案件之人員，除了採行一致性的認證機制外，並提供各項訓練課

程，以增進處理案件之專業知能。另對於特殊案件，應加強管理及督導，以落實執

行危險評估等措施。督導人員須提供相關建議供協談人員參考，且對案件的時效性

亦須加以監督控管，以避免因程序延宕，致影響當事人權益（Restorative justice and 

domestic violence: A guide for practitioners, 2016）。 

捌、台灣目前推動修復式司法處遇現況 

不同於歐美各國，台灣直至近年才將修復式司法運用於刑事司法體系。2010

年6月法務部研議在不修法的前提下推動修復式司法，並於 2010年9月起在板橋、

士林、宜蘭、苗栗、台中、台南、高雄及澎湖等 8處地方法院檢察署開始試辦「修

復式司法試行方案」，2012年9月起已擴展至全國各地方法院檢察署（法務部，2016），

該計畫係以試辦的方式針對特定案類推動被害人與加害人之調解（黃齡萱，2013）。

截至 105 年 6 月止，各地檢署總共收案 1,357 件，經評估後開案 1,178 件，其中有

608件進入對話程序，進入對話後達成協議的件數有 441件（法務部，2016）。 

家庭暴力防治法施行後，受暴婦女正式獲得司法系統的保障。據法務部 2015

年統計資料，家庭暴力案件之有罪判決超過六成判處拘役，超過九成刑期在一年以

下、拘役或科以罰金，顯示家暴案件處刑偏輕（法務部，2016）。另學者韋愛梅（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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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家庭暴力原因複雜且具多元性，不易單由法律的介入而解決被害人及其家人

所有的問題，且保護令的核發亦無法全然改變加害人的行為及解決家庭的糾紛，過

去的刑事司法體系著重於暴力行為之制止，但現行司法體系已逐漸走向彈性的司法，

融合處遇和服務的概念，並結合刑事司法體系外的社區資源來幫助被害人，因此台

灣已有若干地檢署開始嘗試將家暴案件納入修復式司法試辦方案中。在目前所有修

復式司法處遇的開案件數中，家庭暴力案件約占 10%（法務部，2016）。 

玖、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雖然修復式司法運用在家暴案件上存在一定風險，可是經由適當地篩選個案以

及完善的風險評估，其效益仍是值得肯定的。例如奧地利便設計了危險評估的測量

工具，以審核家暴案件是否符合協商機制，只要加害人曾有暴力犯罪的前科或暴力

傾向均會被調解協商機制拒於門外。另外在調解過程中，被害人支持團體亦可協助

保障被害人相關權益，例如奧地利的被害人保護機構即經常陪同被害人參與調解。 

潘雅惠和陳建宏（2009）曾就家庭暴力事件執行修復式司法提出應注意事項如

下：首先，應慎選適當的案件類型，對於加害者有暴力傾向或加害人與被害人之間

有權利失衡等情，均不宜貿然執行修復式司法程序。另應優先考量參與者的人身安

全，不僅被害人的人身安全可能受到侵害，其他家庭成員及修復式司法的促進者亦

有可能遭受危害，故所有關係人的安全均應列入考量。陳祖輝（2013）指出進行家

暴調解時應特別注意被害人安全，可以事先規劃被害人進出場路線或委託代理人出

席調解會議的方式來加強安全措施。另前述奧地利進行調解會議時所使用的“Mixed 

Double”和“Mirror of Story”等方式亦可避免雙方當事人在調解會議開始時因直接對

立而產生衝突（Drost et al., 2015）。 

因為修復式司法係以被害人為執行重心，故在進行修復式司法時，必須確保被

害人係自願參與調解或對談。在事前準備方面，執行人員須就被害人與加害人雙方

以及關係人彼此間的互動有充分的瞭解，且應告知當事人有關修復式司法的程序與

目的，使其充分瞭解，並就修復式司法所欲達成的目標以及所欲修復的傷害進行溝

通（潘雅惠、陳建宏，2009）。此一程序並非一成不變，應視當時的狀況隨時彈性因

應，在進行程序中若有任何一方產生疑慮，執行人員應加以釋疑。此外，若當事人

在進行過程改變參與的意願，執行人員應充分尊重當事人，並中止修復式司法的進

行（潘雅惠、陳建宏，2009）。王玲琇（2013）指出，進行修復式司法處遇時應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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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工的陪伴與服務。李易蓁、楊巧鈴（2014）亦強調，即便在雙方達成協議後仍應

對個案持續追蹤，提醒其提高危機意識，並提供相關資源連結。 

二、建議 

目前國內修復式司法運用於家暴案件仍屬試辦階段，各地方法院執行人員尚無

一致的專業訓練。學者吳慈恩（2013）指出我國修復式司法在理論及實務上尚未達

成一致的見解，亟待公部們之支持以培訓人力並建立工作指標。惟從前述歐美各國

之經驗可以得知，家暴案件具有危險性、複雜性與敏感性，故若欲將修復式司法處

遇運用於家暴案件中，參與調解協商的人員自應具備家暴及諮商領域之特別訓練，

以強化專業知能。因此，作者提出下列建議，以供實務或政策制定者之參考： 

（一）採行全國統一的認證制度及在職訓練 

建議未來採行全國統一的認證制度，並定期辦理在職訓練，以提升工作人員專

業能力，增進當事人對執行人員的信賴。 

（二）建立具一致性的篩選機制與標準作業流程 

目前國內並未專對修復式司法訂定一致性的篩選機制，部分法院以台灣親密關

係暴力危險評估量表（TIPVDA）作為篩選案件進入修復式司法的主要依據，惟據

蔡旻君（2014）研究指出，單以TIPVDA作為進入修復式司法程序之單一篩選依據

並不適當。其針對修復促進者與檢察官進行訪談，發現兩者對於篩選案件所著重之

面向與原則均未盡相同，爰若能建立一套完整的篩選機制與標準作業流程，不僅可

提供相關工作人員參考，亦有助於過濾不適宜的案件進入修復式司法程序，避免帶

來不必要的風險。 

（三）建立各階段危險評估量表 

將修復式司法運用於家暴案件中具有諸多潛在風險，其流程可能因案件的複雜

度而有所差異，處理時間亦有不同，其風險性更是變化莫測，故各執行階段均有進

行危險評估之必要，建議我國亦能參考歐美各國作法，針對修復式司法案件各階段

所可能產生之風險制定專業評估量表，以確保被害人及其關係人協談過程的安全。 

（四）提升處理知能與專業 

家暴案件具文化特性，如東方的傳統社會文化傾向勸合不勸離，女性常面臨維

持家庭和諧的社會期待與壓力。協商人員及修復促進者須謹守中立立場，在考量進

行修復式司法前須充分尊重被害人之意願並告知其權利，勿使其陷入須接受加害人

道歉或必須與被害人協商的壓力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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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針對家庭暴力案件之調解協商與後續處遇進行整體規劃 

目前修復式司法在家暴案件之運用，主要係採用加害人與被害人雙方的協商方

式以及團體會議模式為之，前述 Loeffler 與其同事（2010）的研究指出，加害人之

處遇方案若能融入修復式司法的概念，如坦承自己行為的錯誤且願意承擔相關責任，

對於加害人未來在同理心、責任感或自尊心的建立或提升方面均能有所助益。因而，

為了增進修復式司法於家庭暴力案件之效益，建議針對家暴案件之處遇與調解協商

進行整體規劃，例如對參與調解的當事人提供修復式司法處遇課程，使處遇及調解

得以相輔相成，減少加害人再犯，並修復雙方當事人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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